第二十章　懺悔之心永無寧日
有一件事使我的靈魂深感不安，我永遠有揮之不去的內疚感，那就是我對監獄裡大力提倡的“檢舉揭發，立功贖罪”的響應。
“檢舉”這個東西自四九年”解放”以來，被推崇到了極至。爹媽大義滅親，子女舉報父母，丈夫揭發妻子，老婆交出丈夫的日記，親戚朋友同學同事鄰里相識，彼此匯報，相互檢舉，人人當特務，人人被特務監視，人人自危，人人施虐。大家奉行不渝，習以為常。
我家自”解放”開始，一直處於被監視被審查被匯報的地位，那不是人過的日子。這種以眼耳鼻嘴感官領先，摻雜各自大腦的猜測想像臆斷以及個體的心性德性情感，盤根錯節形成的監視網，能量空前，聞之喪膽。我個人作為孩子也難以幸免，稍不留意動輒得咎。小學，我被強迫檢舉父親貪污；高中，同班同學檢舉我講的悄悄話，同情坐過牢的父親；離開學校，我最好的朋友原來是特務（恕我留後記敘），專門派來檢舉我。一切都是這樣地見不得天日，暗中進行，人性扼殺道德淪喪。我深惡痛絕一切大大小小的檢舉，有話就說，有屁就放，不要背地裡整人。
坐牢之前，我沒有檢舉過一個人。

坐牢之後，我變了：看守所裡，我被迫出賣我的父親我的朋友——幾十年後，楊顯惠告訴我，“我一面看你的書，一面想，幸好當時我不認識齊家貞。不然，我也要坐牢了。”
勞改隊勞改，我開始檢舉人，做自己曾經切齒痛恨的事情。
儘管我們可以為自己辯解，在監獄裡，個人無權選擇，一切都是強迫意志。然而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，落實到每一個個人身上，個體人品的差異就顯露無遺，我們無法推諉自己個人的責任。吳桂英從來不檢舉人，胡薇薇也不，她們為什么能做到？之所以監內監外全國一盤棋的“檢舉機器”得以運轉，長盛不衰，難道不是由於有多不勝數的個人的投入？
我在揭發檢舉別人時，常常是啞巴吃湯元，心里有數——當然，無論如何，那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罷了，參與了“檢舉機器”的運轉，手腳就不乾淨！

只對我一個人講過的話，無他人在場，我從來守口如瓶，不向隊長包括犯人透露。那位勇敢地向林方表達愛慕之意的馬麗清，滿刑前幾天拉著我去鍍鋅車間男犯的洗澡間洗澡。我不安地說︰“不行，這個澡堂是專門給退火組男犯用的。”她說：“怕啥子，門一栓，哪個曉得裡頭是男是女。”比起平時在廁所裡一面緊張地洗澡一面耽心腳下有“地雷”，這里的條件好多了。馬麗清手腳麻利地剝掉衣服，我第一次見到一雙如此美麗渾圓豐滿堅實的乳房，忍不住想贊美兩句。可是卻詞不達意地說︰“你身上的肉好多呀﹗”她滿不在乎地答道︰“吃了媽媽的飯，要長給媽媽看。”我問︰“你馬上要滿刑回去看媽媽了，有些什麼收獲。”不料她扔出這樣一句話︰“嘿，越改造越反動。”我吃一驚，改惡從善的地方，怎麼會越改造越反動，此話在當時聽來是很可怕的，大可以提著它去隊部立功。

陳本純以反革命造謠罪判刑五年，她是”解放”前老軍閥陳蘭亭的女兒，丈夫姓王，也在坐牢。五八年大躍進，毛澤東到“重慶鋼鐵廠”視察，重鋼選派技術最冒尖的她的丈夫向偉大領袖作煉鋼操作表演。把這個無上光榮的任務交給了他，他興奮到極點，也緊張到極點，結果表演失敗，被以反革命破壞生產罪判刑八年，在沙坪壩“新建機械廠”勞改，還是幹老本行煉鋼。
陳本純帶著兩個年幼的兒子探監，兒子奇怪父親為什麼戴頂帽子，大兒子順手把帽子揭掉，原來爸爸是個光頭。三歲的兒子拍手歡唱︰“白沙，白沙，你啷個不開花。”五歲的兒子接唱︰“光頭，光頭，你啷個不接(娶)愛人。”唱得他們的爸爸很尷尬。他語重心長地對妻子道︰“本純啊，你一定要教育好他們，要不是因為你，因為兩個孩子，我根本不想活了。好幾次面對火紅的鋼水，我恨不得跳下去算了。”他囑咐當時二十四歲的陳本純︰“你一定要守住感情，你要有個變化，我就完了。”
陳本純告訴我她丈夫長得一表人材，兩人感情誠篤，結婚當晚她喝醉了，丈夫沒有碰她。她說︰“我在外頭，他坐牢，等到他快釋放回家，我又進了監牢。現在，可以放心了，我們是真正的患難夫妻了。”坐牢是罪有應得，哪裡能說是患難。已經建立起勞改話語系統的老犯齊家貞，提醒新犯陳本純說話要小心，莫再用“患難夫妻”之類的詞句了。我說：“你看你叉開嘴亂講話，啥子東西要漲價了，啥子東西又要憑票供應了，結果反革命造謠破壞罪挨了五年。鍋兒是鐵打的，你要汲取教訓。”
兩年半後，丈夫帶著兩個兒子來探陳本純的監。半夜，她把我弄醒，從蚊帳裡塞給我一個用大手帕包著的東西，那是她丈夫送來的，她演啞劇似地要我吃。我拚命表示不要，她扔下走了，我只好起床，把東西塞回她的蚊帳，她發現我開始生氣了，才沒有再堅持。和鄭明秀在看守所發生的一樣，我固執地認為，當犯人之後，如果連“吃”也要偷偷摸摸，這種人可憐得不要活了。
這些沒有第三者知道的事，永遠不會有第三者通過我知道。

這類的例子還很多。但也有例外，我主動檢舉過我們三隊的鄭明秀，把她在看守所對我講話的一部分寫成了檢舉，因為我不滿意她裝瞎。我還檢舉過獄外的朱文萱，說她想尋找在台灣農林部工作的父親和”解放”前與父親一起出走的哥哥，是為了報復她在公共汽車上那一聲令我傷心的“嘖”。當時，台灣同美國一樣，不要說那裡的人，連那裡的一草一木都是敵人——誰能料到，三十年後，我幫朱文萱托人在台灣打聽到她父兄的下落，盡管兩人都已亡故，但她幾十年的牽掛總算有了結果。
何應秀發現嚴永德在她自已的衣襟和毛巾上繡了個“王”字。這是在懷念她的討了四個老婆的軍閥丈夫王纘緒。一個軍伐男人討了四個女人已經令我火冒三丈，而當二老婆的嚴永德居然留戀這樣的“男人”，沒有志氣，給女人丟臉，令我更加瞧她不起。我把繡字的事報告了隊長，隊長要小組開會批判她。
小組發言熱烈，這個說“你的王纘緒五八年帶了大量剪報，划船偷渡去香港，打算叛國投敵。他自以為得計，正在鼓勵划船人加油，被海上邊防軍人當場抓獲。這麼大的事情，事前不同你商量？你是他最得寵的老婆，你還不過問？你一貫說王纘緒的事你一點都不曉得，要是這是真的，政府啷個會以反革命包庇罪判你十年？”那個講“你和王纘緒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吃的是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綾羅綢緞。你假惺惺地對我們說你和王纘緒最喜歡吃的東西是鴨腳板（紅苕藤葉子）煮稀飯。你想騙哪個？你這種人好虛偽。”我則主要批判嚴永德作為一個女人不自尊自愛，甘當小老婆至死不悟，提醒她厚顏無恥的反動感情只能招來滅頂之災等等。嚴永德坐在那裡，半瞇著眼睛，不改她佛似的面容。或許平靜表情的下面，她正咬緊牙關忍受“因為你被捕，所以你有罪”這種“媽生外婆”的推論，和使用不倫不類的“階級分析”中傷嚴永德私人的感情。
我還做過一件事，後悔莫及，我永遠不原諒自己。
歐文芳從我到二監起，一直在蹲小監，直到六五年尾放到我們小組裡。她長臉窄鼻，眼皮腫脹眼射凶光，個子特別高大，腰桿板直僵硬，她年約四十，是我們中隊唯一一個留披肩長髮的犯人，這在當時社會上也因太時髦而少見。有人說歐文芳原是“裕豐紗廠”的特務，是否因此入獄，無從查考。
度過十多年階下囚的日子，歐文芳身上仍有盛氣凌人的威風，不可靠近的芒刺，可以想象她當年是如何的不可一世。她從來不同小組的人講話，也根本不理睬“五固定”，想走就走，想來就來，害得她的“五固定”屁滾尿流地攆著跟她，因為一旦歐文芳出了事，要拿她前後的“五固定”是問。沒有人可以同她講理，一來她四季豆不進油鹽根本不聽，二來她講的話同她寫的文章一樣，沒人能懂。我經常在猜想，歐文芳可能自己發明了一套語言，我們聽不懂她，她也聽不懂我們。
她有時候也講話，同她身邊我們看不見的人，用我們聽不懂的語言聊天，時而還兩手攤開爆發出由衷的大笑，“嗬嗬，嗬嗬”，只是她冰冷的眼睛笑的時候也不友好。我有點怕她，對她避之唯恐不及。
那年冬天，歐文芳用桃紅色的鋪蓋面子給自己做了一件新棉襖，完全不用剪刀，用牙齒咬，用手撕，看她瞪著眼睛咬緊牙關撕布的模樣，內心里的無限恨意一目了然。新棉衣除了尺寸稍小，穿在身上有點緊繃外，整體看來很是像模像樣的。在穿籃黑色的犯人圈子裡，歐文芳的紅棉襖熠熠生輝，走到哪裡哪裡亮。
她大約是想借紅色除霉氣壓邪，但我更相信，歐文芳已經瘋了。
一天，隊長交給我三四頁歐文芳寫的東西，要我翻譯。寫的是中文，卻要人用中文翻譯，這很費解。
歐文芳的字寫得不算好也不算差，筆劃工整清晰，行矩合乎規格，也打有標點符號，每個字都認得，就是不懂她在講什麼。我遞給小組幾個識字的犯人傳看，大家都搖頭。
星期日，我坐下來靜讀，數遍之後豁然開通，吹糠見米，我讀懂了它。
該文要不是有標點斷句，它簡直就是文字的隨機排列，不表達任何意思。原來，除了嚴重的信口開河文句不通外，它還夾雜着超乎尋常之多的錯別字、同音字、近形字，這就把本來一塌糊涂的文字攪和得更加難以辯讀了。

具體內容我已經記憶不清無法詳述，只講得出我當時的感覺。
總體而言，是歐文芳謳歌她的家鄉──大巴山。我從她寫的材料裡，第一次聽到大巴山這個地名。她用極其直白朴素的語言，描述了大巴山美麗如畫的景色，她家巨大的住宅和周圍的田園。記載了房間的佈局，傢俱的陳設，財產的豐厚，甚至帳房的帳本、記事薄都提及了。透過這幾張紙，我感到了這位大巴山的女兒對家鄉家庭家人的深情懷念，我見到了一個和我們平時認定的冷漠凶悍截然不同的歐文芳，一個充滿柔情和人性的女人。
外在表現與內裡真實竟然可以相差十萬八千里！
我把這幾張紙逐字“翻譯”出來，交去了隊部，當時我很為自己的“聰明”得意，也滿意自己沒有辜負隊長的信任。
但是，很快我就後悔了。根據她寫的情況，歐文芳的家庭可能是個大地主或者大官僚。一個在這種家庭長大的女兒，懷念她的家園把她的家產一一記在紙上，這就是不甘心失去了地天堂，就是變天帳，就是準備有朝一日反攻倒算。由於歐文芳平時絕不與人交談，也絕口不說有罪無罪之類的反動話，很難抓住她反改造的把柄。因此，這篇“翻譯”幾乎可以肯定會被上面作為她加刑的根據。
如果說另外什麼人被加刑，我報告隊長我寫過檢舉，那是因為她做的事講的話發生在大庭廣眾之中，人人皆知，大家都檢舉，我也“落井下石”“牆倒眾人推”，免得說我不靠攏政府，同情反改造。但是，歐文芳不同，這篇“翻譯”我本可以不費吹灰之力，撒一個天衣無縫的小謊︰“我也看不懂”，何樂而不為呢。我幹麼要逞能出風頭，討好隊長，害了她也害自己。
歐文芳後來的情況，因為我離開了她不得而知，或許她並沒有公開加刑，但是一直關在牢裡。我對這篇“翻譯”始終耿耿於懷，每當回憶監獄裡的日子，它就跳將出來要我面對，我終生心無寧日。
對於監內像“吃香的，拉臭的”難以逃遁的“檢舉”，我的心被搓揉扭曲分裂。我但願自己是個逐漸成熟內心勇敢的人，在任何情況下，從來沒有幹過一件檢舉人的事情。

批判揭發別人是痛快淋漓的，別人批判自己的時候感覺就截然不同了。每年的年終總結先在小組讀，然後大家七嘴八舌提優缺點。優點聽起來當然很滋心潤肺，多多益善。但缺點呢？“驕傲的尾巴翹得高，以為只有你一個人改造得好”、“還不是半夜吃桃子，按倒軟的捏，歐文芳你就不敢惹”、“認為隊長信任你，你就可以不遵守五固定，經常到處竄，跟別個小組的人說悄悄話……”，不一而足。不管話輕話重，事大事小，聽起來都感到刺耳。

六五年國慶節前監舍大搜查，所有女犯集中在外面操場聽讀報，我那天讀的是省公安廳專門給犯人辦的“新生報”。料不到我把“改惡從善”讀成了“改善從惡”。別的字可能讀錯，這個犯人的座右銘說過百遍千遍，仿佛和尚唸“阿彌陀佛”唸得順口順心，怎會出錯？我腦子從未閃過一次“改善從惡”的念頭，這個詞竟眼睜睜從我嘴裡吐了出來。寫檢查，受批判，怎麼也找不出讀錯的思想根源。要說是因為讀報不專心，思想開小差，一則這不是思想根源，二則這不合乎事實，因為我讀報一貫是一心二用，眼睛看報嘴巴讀，腦子自由地瞎轉悠，從未出過差錯。最後，熱心的徐靖華幫我找到了根子，她說我對改造成為新人的無產階級專政心存懷疑，說我初來勞改隊時看見裡面的人很復雜，耽心自己要學壞，“改善從惡”四個字就是這樣來的。
我真講過這話嗎？縱然講過，也並非很在意，轉身就忘得一干二淨。徐靖華的說法我接受了，像是給年輕人配了副老花眼鏡，因為是“眼鏡”，所以就戴上了。這件事情算是過去，寫了檢查不再追究了。

    從此以後，我對凡是“越南必敗，美帝必勝”、“打倒毛主席，劉少奇萬歲”、“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無壽無疆”之類前後顛倒呼錯口號和筆誤寫了反標，受批判加刑的犯人以及被捕入獄的原“人民群眾”，我百分之百明白他們的無辜，既無作惡動機更不存在所謂的思想根源，這和跳舞專家該出左腳伸出了右腿，開幕典禮上司儀宣布現在閉幕，五歲的孩子指著父親說“你是一隻披著羊皮的狼”，一樣無罪責可究。

最令我難忘的例子是一位姓石的小學教師，滿頭早白的頭髮，每一根都是為學生付出心血的見證。她正派忠厚，說話粗聲大氣，生性膽小怕事。五七年丈夫被打成右派，嚇得她趕緊離婚，不再“抱住階級敵人的大腿不放”。她把媽媽從鄉下接來同住，幫忙照看一雙小兒女，被指責為窩藏“逃亡地主”，只得把母親趕回農村，單身一人忙里忙外。文革開始，她滿腔熱忱帶領學生上街宣傳，把“要文鬥，不要武鬥”領呼為“要武鬥，不要文鬥”。在兩派革命組織召開的千人大會上作檢討的時候，她又再次“放毒”，繼續鼓吹“要武鬥，不要文鬥”，與江青同志的偉大指示對抗到底。石老師說︰“看見這麼多人在下面呼我的口號，要砸爛我的狗頭，我駭得魂不附體，再三囑付我自己，不要說錯了，不要說錯了，結果越怕越錯。”判決書上說她為右派丈夫和地主母親鳴不平，對社會主義有刻骨仇恨，以反革命造謠罪判刑十年。我經常見她眼睛紅紅的，我想，她一定因為想念兒女悄悄哭過很多。
我到勞改隊哭過三次，前兩次哭的理由不值一提。

    第一次，是我剛來勞改隊不久，我們去二監大門口右側的堰塘清除塘底污泥。水已經吸乾，暴露出厚厚一層沼澤似的黑泥土，由女犯們一筐一筐抬到岸上。粘稠的污泥無處不在︰籮筐裡外、繩索扁擔，弄得不好臉上身上全是。它還老是幫我脫鞋，我得不斷放下筐子拔上我淺幫網球的鞋跟，又不敢打赤腳，怕玻璃之類的碎塊。同我連杠的耐心很好的吳來香，發現我抬的時候，身子老是往外躲，深怕沾上污泥，影響她不好走路。她忍不住說道︰“你不要這樣怕髒怕累嘛﹗‘裝龍像龍，裝虎像虎’，勞動就像個勞動的樣子。”她抱怨道︰“真是的，變了泥鰍，還怕黃泥巴糊眼睛？”我覺得極其委曲，我不是怕髒怕累，是怕把媽咪才送來的一條新長褲弄髒了。我一聲不吭地哭起來，眼淚滴滴嗒嗒落個不停。吳來香覺得很奇怪，為這樣的小事傷大心。
    還有一次，是在監內搞搬運，徐靖華走最前，我是最後。徐平時不出外勞動，留在隊上為幹部們編織毛衣，這個愜意的工作，使她長期養精蓄銳，可以臨時出來猛沖猛幹一天，大大積極表現一下，不耽心第二天爬不起來，我們則是天天擔抬，需要綿力堅持。由於徐靖華沖得太快，後面的趕不上，一個比一個掉得遠，隊伍象手風琴似地拉得很開，等到她放下挑子歇氣的時候，我們才由此及彼像手風琴似的一點一點閉攏。誰知，我剛放下挑子，氣沒歇一口，“手風琴”拉開，徐靖華又開始沖鋒了。我被她拖得皮耷嘴歪，最後吼開了︰“啷個的喲，不要人歇氣嘛？”她在前面應回來︰“勞動捨，是沒得那麼舒服喲。”“你的勞動才舒服”，我不示弱地回答。“莫要平時說得漂亮，具體幹的時候就退縮了。”這句話氣得我哭了起來，徐靖華眨巴著那雙經常害眼病，也經常沾著眼屎的眼睛，笑嘻嘻地對我說︰“哭啥子喲，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嘛﹗”她最大的特點，就是越生氣越笑，罵人的時候也是一張笑臉。我一面哭，一面小聲罵她“皮笑肉不笑”，“假惺惺的”。直到收工後，告了隊長，把上面兩句形容她的話又重復了一遍，氣才消了下來。

    徐靖華報告人檢舉人的本事超乎尋常，女中隊人人皆知。哪怕你講話嚴絲密縫無空子可鑽，你還是被她逮住，她“歪起屁股都要狙一剿（刺一針）”。徐靖華有特異功能，可以從普通正常的話語裡嗅出嚴重的反動思想，提著“反動思想”立即去隊部邀功圖賞了。可以說，如果我沒有進過勞改隊，我永遠不可能相信世界上居然有這種人存在！
徐靖華”解放”前是四川省某縣中學的國民黨童軍教官，她向特務上司揭發了該校教師駱雋文的真實身份──共產黨川東地下黨員，導致駱雋文被捕。一”解放”，徐靖華和駱雋文兩人均被關押，一個以歷史反革命論罪，一個反革命叛黨罪，均判無期徒刑，服刑十年後，又都被減為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刑期從減刑之日算起，一對國民黨共產黨的難兄難弟。那所徐靖華、駱雋文教書的中學校長藍碧英受他倆牽連，分到歷史反革命八年刑期的“羹”，三個人都在省二監服刑，三個人都是省二監的知名人士。
徐靖華在小組眨巴她長期發炎的眼睛發言：“頭天晚上，我看見駱雋文和他的老婆手挽手走在街上，心想，你倆口子還親熱耶，明天就要拜拜了。”多年後，我與駱雋文均出獄了，成為忘年之交。他告訴我，被國民黨逮捕，他本來下定決心，一字不吐視死如歸。可是當老虎凳的磚頭一塊一塊加上去，真的要拿命交的時候，想起愛妻和一雙兒女，想起自已這麼年輕才二十多歲，他動搖了，留戀生命不想死了，堅持不住革命節操坦白交待了。他說他是被他上級吐的，他的上級又是被上級吐的，許多事國民黨早已知道，不說沒辦法混過關。但他儘可能地保留了一些能夠保住的秘密。駱雋文的妻子同他離了婚，她曾把兒子扔在路邊，希望能被政治條件好的人家收養，誰知兩歲的兒子不見了媽媽大聲哭喊，她飛也似地從躲著的石頭背後跑出來，緊緊抱住兒子趕快回家。她離婚多年後仍然不改嫁，文革中被人指責“還在等待反革命丈夫”、“假離婚”，只得嫁了人。一雙兒女長大後，來監獄探望父親，悄悄對爸爸說︰“媽媽的箱子底下有一張大相片，是你戴著方帽子照的。”駱雋文和他後來的妻子侯菁成為我最好的朋友，但是徐靖華卻完全相反。

徐靖華的虛偽令人極為反感，這個快四十歲的女人，喜歡裝笑臉，笑不出的時候她假笑乾笑，真笑的時候，看起來還是像假笑。她好像長著八隻眼睛，隨時在尋找窺探匯報立功的機會，挖空心思想減刑。最有名的例子是四隊時，男女犯住在一幢大樓裡。有一天下學習後回到寢室，女犯們亂嚷著在爭論什麼，一個女犯招呼道︰“不要太鬧了，隔壁是男犯。”婁淑亭回答：“怕什麼，隔牆如隔山。”徐靖華馬上去隊部匯報了。她說︰“偉大領袖毛主席在談到中國和阿爾巴尼亞的偉大友誼時說‘中阿兩國遠隔千山萬水，但我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’，婁淑亭說‘隔牆如隔山’，這是對毛主席這番話的惡毒攻擊。”這種任意聯想，牛嘴驢唇的分析，連幹部都感到好笑。我們經常見她站在隊部門口匯報事情，那怕是最風平浪靜的日子，她也有說不完的事需要檢舉。
徐靖華在勞改隊數年後，又曾調回看守所一段時間，大約是有事情需要調查，與魏小薇關在一個牢房，管理員叫她倆縫補勞改服，吃三餐，兩個人都長得泡酥酥的像個大棉花包。她倆時常吵架吵得不可開交，劉管理員煩透了，當時，正好我也關在看守所，便叫我去幫忙評評理。我很不理解，這麼兩個快四十歲的成年人，怎麼會為生活小事弄成生冤家死對頭。徐靖華喜歡挑刺立功，隊長一開門，她便報告，什麼魏小薇用線不節省，補的疤質量不負責，又不虛心等等。魏小薇偏不信邪，是個牛角也要搬伸的角色，她說徐靖華無事生非，誇大其詞唯恐天下不亂，專整人，兩人就吵起來了。魏小薇告訴我，有一次徐靖華揭開馬桶，探頭查看魏的大便，以弄清她說的拉肚子是否確實。
後來，我進了勞改隊，徐靖華要一個農村婦女陶宗群在飯堂裡把褲子脫下，檢查她的月經是否真的來了。那個長滿蝨子喝紅苕稀飯出洋相的農村女人，被徐靖華卡住脖子把吃進嘴裡的東西吐出來，因為她違反監規，接受了一個吃不下飯的病人的饋贈。她同新來的犯人聊天，問長問短，勾引人講心裡話，然後跑隊部檢舉。她提別人意見，鬥爭人的時候非常嚴厲積極，但是生活考核時，她學習時間打了瞌睡，那怕有三人出面證實，她還說：“齊家貞，把它記錄下來，寫徐靖華本人沒有承認。”多數犯人恨她又畏懼她。但是，有的年輕犯人不睬禍事，惹氣了乾脆罵她“黑心肝，狗特務”、“開黑名單的”。

    別看她在隊長面前立正姿勢標準，雙手指頭貼在褲縫上，一副畢恭畢敬的樣子，並非每個隊長都欣賞她。一次，不知為何，譚中隊長發脾氣大聲呵斥她。徐靖華站得更直了，天真地眨巴著眼睛咧嘴笑，把譚隊長惹得更火了。她指著徐的鼻子說︰“徐靖華，你不要搞錯了，莫要用國民黨那一套來對付共產黨！”後來譚隊長叫小組開會提她意見幫助她，大家嗯嗯啊啊說不出個所以然。她積極靠攏政府，大膽檢舉揭發，是監獄裡的要求，她警惕性高監督性強，時刻與壞人壞事作鬥爭，是政府的號召，她不正是因為這些才獲得減刑的嗎？說不定還會再次獲得減刑。至於個人品質上的問題，高，可以很高；低，可以很低，在監獄裡，它更加煙籠霧罩難以捉摸了，政府從來不對犯人提品德方面的要求，常常鼓勵不擇手段“立功檢舉”，徐靖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為她自己辯解，我們無能把這類問題提上桌面。總之，給她提意見，就好像判斷她的為人，似是而非，難以出口。
    所以，徐靖華依然故我，碰她不彎。星期日我與其他小組犯人一起做縫紉車間清潔，她和其他人做監外大掃除，只要有機會，她便躲在外面窗下偷聽我們講話，或者進來躲在磚柱後面假裝打毛線，聽我們為什麼又說又笑。中午吃飯的時候，有時我端著碗到食堂外閱讀報架上的“重慶日報”，假如有另外一個人也站在那裡看報，她就一定走出來在附近什麼地方監視，因為看報時講的話題，一定重大。她見隊長喜歡我，想著我的身上立大功。我看不起她，但是奈何她不得；我不耍火不流尿，她也奈何我不得。知道我體力不好，上次挑東西她的作為，不排除是故意的。但是有何證據，她完全可以倒打一耙，說我是妒嫉誣蔑她。

不管怎麼講，這兩次哭的理由實在是不值一提。已經成為犯人了，幾句話有什麼不能忍受的？“一條牯牛都蝕了，還捨不得那根牛尾巴？”
不過，第三次我哭，那是真正傷心的哭。
我和劉祖群吵架。我覺得她資產階級思想嚴重，夏天出門勞動非戴草帽不可，深怕晒黑了不好看，已經集合好了，她要趕回房間拿草帽，讓大家等她一個人。那天，她穿的一件白麻布衣，裡面沒有背心（當時不大興戴胸罩），兩個黑乳頭釘在那裡，很不雅觀。我提醒她穿這樣薄的衣服讓男的看見不好，應當穿件背心。她光火了，說我多管閑事：“男的看，叫他不看呀？喜歡看多看幾眼。”怪不得別人告訴我，她背著自己丈夫和公安局一個男人打算偷越國境，男的判十五年也在省二監勞改，她是五年。我回嘴說她不知羞恥。她說：“你知羞恥又啷個？三十三歲滿刑出去，落了坡的太陽，得意啥子？”

我是個生性愚鈍粗糙的人，可是這句“落了坡的太陽”一箭中的，擊中了我的要害，踩到了我的痛腳，它打開了我沉睡的感情的閘門，使我傷心得不得了。想起太陽落坡時慘烈的無奈，想起太陽落坡後無盡的黑暗，想起太陽落坡後人生的無望直到走進墳墓，想起年輕的齊家貞竟然也會成為“落了坡的太陽”，那麼我的媽咪爹爹呢，他們將會怎麼樣呢？我第一次想到十三年，面對十三年把我從“初升的太陽”變成“落了坡的太陽”的現實，我突然感到極度的可怕和無比的悲哀，我不停地哭，想起那句話又哭，想起那句話又哭，陣雨似地一場又一場，好像要把我活了這二十多年來該哭而沒有哭的損失全部哭回來。
那時候年輕，做事有勁道，說話有勁道，哭也很有勁道，哭得很響很響，哭了很久很久，誰也勸不下我。這是我一生中空前的也是絕後的一次透心透肺的哭泣。
